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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贫政策与农业经济高质量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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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扶贫政策推动农业经济高质量增长是后扶贫时代相对贫困治理的重要途径.
基于２０１２年发布的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县市名单,将是否进入该名单作为获得倾斜性扶持政

策的识别变量,采用甘肃省８６个县市２００９－２０１７年的数据以及双重差分法,分析扶贫政策

是否促进了农业经济高质量增长.结果表明:扶贫政策对集中连片特困地区的农业经济增

长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但是,扶贫政策对农业产业结构和农业技术效率并未产生显著

影响;扶贫政策在干旱地区、少数民族聚居贫困县的政策绩效要好于湿润区和非少数民族聚

居贫困县;同时,随着倾斜性扶持政策的持续实施,扶贫政策对农业经济的促进作用越来越

强.总体而言,扶贫政策未有效推动农业经济高质量增长,在相对贫困治理过程中需要对政

策进行适当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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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减贫事业上取得了巨大成就,帮助７亿多贫困人口实现脱贫.联合国

２０１５年«千年发展目标报告»显示,中国对全球减贫的贡献率超过７０％,提前１０年实现联合国２０３０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减贫目标.随着２０２０年全面消除绝对贫困,我国进入以治理相对贫困为主的后

扶贫时代.全面消除绝对贫困阶段取得的巨大成就,与我国长期坚持的农村扶贫政策密不可分[１].
我国的农村扶贫政策,主要以开发式扶贫为主,重点以提高贫困人口生产能力、市场参与并缓解脆弱

性为目标[２],对涉农产业以及基础设施和社会服务进行投资[３].研究发现,扶贫政策显著促进了农民

贫困户收入的提高[４Ｇ５],对于地区经济增长也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６].随着我国经济进入高质量发展

阶段,农业经济的高质量增长成为高质量发展题中应有之义,也是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和有效治理长期

贫困的重要举措之一.习近平总书记在决战决胜脱贫攻坚座谈会上强调,要保持脱贫攻坚政策稳定,
做到“摘帽不摘政策”.这明确了在后扶贫时代,我国仍然会坚持既有的扶贫政策,而相对贫困人口仍

然主要集中在农村,相对贫困人口收入主要依赖农业经营,扶贫政策在相对贫困治理中仍将继续发挥

功效.在此背景下,研究扶贫政策对农业经济增长及其质量的影响,评价扶贫政策的减贫成效,对于

建立相对贫困治理长效机制具有重要的政策参考价值.

２０１１年１２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２０１１－２０２０年)»(简称«纲要»),
要求国务院扶贫办根据２００７－２００９年３年的人均县域国内生产总值、人均县域财政一般预算收入、
县域农民人均纯收入等指标,划定包括六盘山区等１４个片区作为扶贫工作的重点.２０１２年３月,国
务院扶贫办正式公布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名单,明确新阶段倾斜性扶贫政策的实施坐标.该名单包括

两部分,一部分包括六盘山区等１１个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县市,另一部分是已明确实施特殊扶持政策

的西藏、四川省藏区、新疆南疆三地州县市.
以２０１１年１２月«纲要»的出台和２０１２年３月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名单的发布为节点,我国扶贫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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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开始进入向集中连片特困地区给予倾斜性扶持的新阶段.通过新«纲要»与«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

要(２００１－２０１０年)»的内容比较可以发现,２０１１年之后的扶贫政策主要强调对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尤
其是对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加大重点扶持力度,提出要将中央财政扶贫资金的新增部分主

要用于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同时,将提高农业科技和农业基础设施水平,优化农业产业结构,发展特

色产业,促进农业发展,提升农村贫困人口的自我发展能力,作为农村扶贫开发政策的重点内容.显

然,２０１２年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名单的公布以及其后对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县市的倾斜性扶持政策,构
成了一个理想的分析扶贫政策绩效的准自然实验情境.基于此,本文采用双重差分法以及甘肃省

２００９－２０１７年数据来识别扶贫政策是否推动了农业经济高质量增长,其中将农业经济高质量增长定

义为在实现农业经济数量增长的同时,农业经济增长质量得到提升.并参考任保平[７]、傅家骥等[８]、
任保平等[９]、陈诗一等[１０]和李平等[１１]对经济高质量增长的测度方法,从农业生产总值、农业产业结

构、农业技术效率三个维度来检验扶贫政策是否推动了农业经济高质量增长.同时分析基于干湿气

候区划和少数民族文化特性的政策效应异质性,以及扶贫政策长期实施产生的动态效应,以期为相对

贫困长效机制的建立提供有益的参考.

　　一、文献回顾与理论分析

　　１．文献回顾

关于扶贫政策绩效评价的文献大致可以归为三类,第一类文献主要研究扶贫政策对贫困人口收

入增长的影响.Park等利用对照试验方法以及重点贫困县和非重点贫困县的分组数据,分析发现

扶贫政策促进重点贫困县农村居民收入实现了增长[１２].汪三贵通过比较贫困县与全国农村的主

要经济增长指标,发现扶贫开发政策使得贫困县农民人均纯收入的增长速度明显快于全国平均水

平[１３].
第二类文献主要研究扶贫政策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黄志平采用 PSMＧDID 方法对２００５－

２０１５年全国９９３个县市数据进行了分析,发现基于国家级贫困县设立的扶贫政策对县域经济增长具

有显著促进作用[１４].王泽润等运用双重差分法和２００６—２０１６年县级面板数据,分析发现针对集中

连片特困地区的扶贫政策显著促进了区域经济增长,并具有明显的区域分配效应[１５].
第三类文献主要研究扶贫政策对农业经济增长的政策效应.Fan等认为信贷、化肥和灌溉方面

的补贴政策以及农业研究、教育和农村道路投资有利于农业经济增长[１６].帅传敏等采用２０００－２００６
年中国农村贫困监测数据分析得出,针对国家扶贫开发重点县的扶贫投资有效推动了农业经济增

长[１７].然而,Rozelle等基于中国１９８６－１９９１年陕西省贫困县数据的研究发现,直接分配给农户用

于农业活动的定向投资资金,对农业经济增长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但是对农业基础设施的投资未对农

业产出的增长率产生积极影响[１８].蔡昉等运用FGLS方法以及５９２个国家级贫困县１９９０－１９９７年

的数据,分析发现国家扶贫资金对于促进农村经济增长的投资效果并不理想[１９].
关于扶贫政策对农业产业结构和农业技术效率影响的文献相对较少,但是关于其他政策对农业

产业结构和农业技术效率影响研究能够提供很多启示.匡远配等选取２０００－２０１４年数据分析了农

地流转对农业产业结构的影响,发现以产权变革为基础的农地流转对农业产业结构优化具有正向促

进作用[２０].汪小勤等运用随机前沿生产函数模型和１９９４－２００７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研究发现以

农田水利灌溉和农村电力能源为主的农业公共投资,有效促进了农业技术效率提高[２１].杜文杰采用

时不变阈值面板随机前沿方法,利用１９７９－２００５年２９个省际面板数据分析得出,我国农业改革政策

对农业生产技术效率的推动在不同阶段具有显著差异,总体上呈现先上升后下滑的趋势[２２].
现有文献在扶贫政策的绩效评价方面做了大量有价值的研究.但是,运用包括双重差分法在内

的准自然实验法,对扶贫政策对于农业经济增长的政策效应进行识别估计的文献相对较少.并且,关
于扶贫政策对于农业经济增长质量的政策效应,即扶贫政策对农业产业结构和农业技术效率的影响

研究也不多.本文将在现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分析集中连片特困地区的扶贫政策是否促进了农业

经济高质量增长,为后扶贫时代的相对贫困治理政策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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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理论分析

在国家扶贫战略中,扶贫开发和发展现代农业是互为条件的辩证关系,其中发展现代农业是推进

扶贫开发的现实要求[２３].在脱贫攻坚的过程中,农业是我国特困地区贫困人口最基本的生计方式,
扶贫脱贫必须紧密结合现实需求,通过促进农业经济增长帮助贫困人口增收.特困地区的脱贫攻坚

不仅要求农业经济在数量上实现增长,还要求在质量方面得到提升,即实现农业经济的高质量增长.
而农业经济的高质量增长依赖于农业现代化,在发展农业生产性服务业,促进农业产业结构优化的基

础上,通过引入先进的农业技术和现代农业生产要素来改造传统农业,促进农业生产效率不断提高.
现实情况是,特困地区的农业经济不仅在数量上增长乏力,而且农业产业结构单一,农业技术效

率较低.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主要在于特困地区农业基础设施落后、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不健全、人
力资本不足和农业技术投入不足.首先,特困地区自然环境恶劣,交通不便,水利灌溉、电力设备、道
路交通等基础设施投资不足,投资效率低下,导致现有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水平与现代农业发展的需求

不相适应,很多农业基础设施因落后和脆弱而被闲置浪费,难以在实际农业生产经营中发挥作用.其

次,特困地区的农业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滞后,专业化分工水平极低,缺乏专业的服务人才和服务企业,
最关键的是缺乏相应的市场载体.大部分农民仍然以“小而全”的自我服务模式为主,经济上的贫困

更是削弱了购买专业化农业生产性服务的能力.农业机械、化肥农药、兽医疫苗、优良品种等关键性

服务布局分散,价格高昂,导致先进生产要素无法进入广大小农户的农业生产当中,农业生产效率提

高受到极大限制.再次,人力资本不足是特困地区农业经济增长的最大约束.一方面,经济贫困与人

力资本投资不足二者之间的恶性循环,使农民既缺少先进农业技术和设备的使用能力,又缺少现代农

业经营管理的知识和技能,认知水平与现代农业发展需要难以衔接.另一方面,外部优秀人才不愿进

入特困地区,内部人才流失严重,使得特困地区长期处于人才“贫血”状态,创新创业活力不足,甚至基

本的劳动力供应也成问题.最后,由于特困地区财政紧张,扶贫资金使用范围受限,农业技术投资相

对不足,先进技术和设备难以引入.农业技术培训和最新研发成果推广缺乏资金支持,而小农户因贫

困限制也无力承担农业技术投资,导致特困地区农业在劳动密集型和粗放型生产经营方式下,生产效

率长期无法有效提升.
集中连片特困地区是我国扶贫开发事业进入脱贫攻坚阶段引导政策落地的新坐标,能够吸引大

量国家扶贫资源向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县市集聚.中央和地方政府通过财税、金融服务、投资、产业等

全方位的支持,旨在促进农业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和农业技术效率提升,实现农业经济的高质量增长.
在财税方面,国家加大了对特困地区县市的一次性财政转移支付力度,同时对特困地区的涉农投资项

目、进口设备及技术给予税收优惠,鼓励龙头企业和产业项目进入特困地区;在金融方面,推动金融服

务进入村镇基层,通过创新金融产品和服务,发展小额信贷和农业保险业,探索发展合作金融产品,提
高金融服务对农业发展的支持;在投资方面,国家加大了对特困地区的投资倾斜力度,通过财政投资

支持,增加特困地区农业技术研发、引进和成果转化投入,改善农业水利设施、农田灌溉系统等农业基

础设施,实施土地改良和土壤保护等;在产业方面,将发展特色产业作为特困地区产业发展的主要内

容,结合当地种养传统和区域资源禀赋、人文内涵、民族特色,为特困地区各县市制定不同的特色优势

产业发展名录,并提供相应的政策、人才和资金支持,通过支持发展生产性服务业,促进产业融合和产

业集聚,发展特色农牧业、农牧产品加工业、休闲农业和物流业.综上所述,国家对于集中连片特困地

区的一系列倾斜性扶持政策,对于特困地区县市的农业经济增长无疑是重要利好.无论是对农业经

济数量规模,还是对农业产业结构和农业技术效率,都将产生重要影响.同时,随着倾斜性政策深入

推进以及后期扶贫政策的叠加,扶贫政策的实施效果可能在较长的时间内释放更大的增长能量.但

是,扶贫政策是否能够真正推动农业经济实现高质量增长,还有待进一步精确计量和检验.

　　二、实证研究设计

　　１．数据说明

本研究使用的是２００９－２０１７年«甘肃省统计年鉴»数据,具体包含８６个县市区的样本数据.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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肃省有六盘山区和秦巴山区两个特困区,深度贫困县数量较多,是脱贫攻坚任务最重的地区之一,也
是国家扶贫政策重点关注的地区.根据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２０１２年３月在其官方网站

发布«关于公布全国连片特困地区分县名单的说明»,甘肃省有５８个县市区进入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名

单,其中有２３个县被确定为深度贫困县①.为分析方便,本文将四种气候区划简化为干旱区和湿润

区两种气候类型,其中通用的干湿区划分依据是４００毫米等降水量线,具体的划分依据参考了李栋梁

等[２４]关于甘肃省气候干湿区划分和甘肃年降雨量分布图示.此外,根据甘肃省少数民族的分布特

征,将各县市区样本区分为少数民族聚居县和非少数民族聚居县.其中少数民族聚居县名单根据２
个少数民族自治州(临夏回族自治州和甘南藏族自治州)和７个少数民族自治县确定,共２１个少数民

族聚居县.

２．模型设定

本文将２０１２年发布的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名单作为扶贫政策的处理时点,用准自然实验法来识别

扶贫政策是否促进了农业经济高质量增长,具体利用双重差分法来进行实证分析.其中,进入集中连

片特困地区名单的县份被归入实验组,未进入该名单的县份则被归入控制组.本文关于双重差分法

的基准回归模型设定如式(１):

Yit＝β０＋β１T＋β２Treat＋β３DID＋∑γjControlsit＋ui＋vt＋ε (１)
其中,Yit表示被解释变量;T 表示区分政策时点前后的虚拟变量;Treat表示是否进入集中连片

特困地区名单,作为表征是否获得国家扶贫政策倾斜性扶持的政策处理变量;DID 表示交互变量

Treat×T,亦即倍差项.Controlsit表示控制变量;考虑到不同县份在经济发展水平、地理环境等方面

存在较大差异,本文引入县市地区固定效应来控制样本选择偏差,βi(i＝０,１,２,３)和γj 表示回归系

数;ui 表示地区哑变量,vt 表示年份哑变量;ε表示扰动项.

３．变量选择及描述性统计

图１　实验组与控制组农业生产

总值均值变动趋势

(１)被解释变量.本文选取的被解释变量之一是农

业生产总值,亦即农林牧渔业生产总值,取自然对数后

用lnay 表示.本文采用的农业生产总值以及其他子类

产业生产总值,都是经过平减化处理的实际生产总值.
由图１可知,特困地区县市和非特困地区县市的农业生

产平均值变动呈现平行趋势,即在２０１２年倾斜性扶持

政策实施前后,特困地区县市的农业生产总值始终低于

非特困地区县市.因此,初步判断本文采用的样本数据

满足双重差分法所要求的平行趋势假设.
为了检验扶贫政策对农业产业结构的影响,本文根据“农林牧渔业生产总值＝种植业(狭义农业)

生产总值＋林业生产总值＋畜牧业生产总值＋渔业生产总值＋农林牧渔服务业生产总值”的计算公

式,将取自然对数的种植业生产总值(lncay)、畜牧业生产总值(lnahy)、林业生产总值(lnfry)、渔业

生产总值(lnfsy)、农林牧渔服务业生产总值(lnasy),以及农林牧渔服务业生产总值占农林牧渔业生

产总值的比重(aistruc)分别作为被解释变量进行回归.其中,将农业服务业生产总值比重作为农业

产业结构的表征变量,意在检验扶贫政策是否推动了农业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本文还选取农业技术效率(ATE)作为检验扶贫政策对农业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的另一个被解

释变量.农业技术效率是衡量农业生产效率的指标之一,主要反映生产单位的农业技术投入和应用

所带来的产出的提高.本文采用两阶段数据包络方法(DEA)计算农业技术效率.DEA 是通过建立

数学规划评价模型,对具有多项输入、多项输出的部门或单位(即决策单元 DMU)的相对有效性进行

评价的方法[２５].本文设定的产出变量为农业生产总值,投入要素包括农业资本要素、农业劳动力要

素和土地要素.根据黄少安等[２６]、孟令杰[２７]以及张宁等[２８]计算农业技术效率的方法,具体将农业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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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出指标设定为农林牧渔业总产值,农业资本投入指标设定为固定资产投资、农业机械动力、化肥施

用量,农业劳动力投入指标设定为乡村从业人员总数,土地要素投入指标设定为耕地面积.由于县域

统计数据中役畜数据的可得性限制,本文未将役畜指标纳入农业基本要素投入当中.为了消除量纲

对计算结果的影响,本文对上述三种要素的数据作了自然对数处理.农业技术效率计算结果是根据

MaxDEA６．４软件的 VRS模型获得的纯技术效率.
(２)核心解释变量.模型中的核心解释变量是DID,也可表示为交互变量Treat×T.Treat表

示是否进入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县市名单,作为是否获得国家扶贫政策倾斜性扶持的处理变量,

Treat＝１表示样本受到扶贫政策扶持,Treat＝０则表示未受到扶贫政策扶持;由于集中连片特困地

区名单是２０１２年３月公布的,因此将２０１２年作为政策冲击变量,用T 表示,其中T＝１表示年份≥
２０１２,即开始针对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加大倾斜性扶持力度,T＝０表示年份＜２０１２,即扶贫政策还处

于旧的均等化扶持阶段.
(３)控制变量.本文根据CＧD生产函数中劳动力、资本、土地要素投入,同时参考黄少安等[２６]、许

长新等[２９]、黄志平[１４]对控制变量的选择,采用农业固定资产投资(lnak)、耕地面积(lnac)、乡村从业

人员数(lnlabor)、固定资产投资比重(fixed)、农业机械动力生产率(power)、化肥生产率(chem)、农
业电力生产率(elect)、第一产业比重(primary)作为控制变量,其中,固定资产投资、农业机械动力、
化肥、农业电力采用相对比重,作为要素有效投入数据.表１所示是研究中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

果.需要指出的是,获得的年鉴数据因不同的原因存在缺失值,例如渔业总产值存在缺失是因为甘肃

省很多县份不存在或很少存在渔业生产,而农业固定资产投资数据的缺失则很难找到具体的原因,但
是这些缺失值数量较小,并不影响结论的成立.

表１　主要变量描述性统计结果

变量 定义 观测值个数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lnay 农业生产总值的自然对数 ７７４ １１．５２９ ０．９３３ ８．０４４ １３．８２５
lncay 种植业总产值的自然对数 ７６７ １１．０４２ １．２８１ ５．５１３ １３．４８３
lnfry 林业总产值的自然对数 ７７２ ７．４５１ １．２３１ ２．０７９ １０．９７０
lnahy 畜牧业总产值的自然对数 ７７４ ９．９６０ ０．８３０ ６．２７０ １２．６７６
lnfsy 渔业总产值的自然对数 ６０５ ４．７９６ １．３５０ ０．７５６ ８．００２
lnasy 农业服务业总产值的自然对数 ７７１ ７．７５３ １．６２２ ３．６８９ １２．２６９
aistruc 农业服务业占农业生产总值的比重 ７７１ ０．０５０ ０．０７３ ０．００１ ０．３９３
ATE 农业技术效率 ７７４ ０．４８０ ０．０６２ ０．３７４ １．０２２
lnak 农业固定资产投资的自然对数 ７７２ １２．１５９ １．１５４ ５．１９３ １５．１５３
lnac 耕地面积的自然对数 ７６５ １０．１３２ １．２７２ ３．７３６ １１．９２３
lnlabor 农业劳动力人数的自然对数 ７７４ １０．９２５ ０．９８０ ７．００３ １２．４９０
fixed 农业固定资产投资占总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 ７６８ ０．５０１ ０．２２７ ０ ０．９９５
power 单位农业机械动力的农业生产总值产出取自然对数 ７７３ １．６１６ ３．７６３ －１．９１５ １２．２７９
chem 单位化肥施用量的农业生产总值产出取自然对数 ７６５ ３．０３４ １．００９ １．４７９ １０．２９９
elect 单位农村用电量的农业生产总值产出取自然对数 ７７４ ３．３６３ ０．７５２ ０．４１３ ５．４４３
primary 第一产业总产值占县域 GDP的比重 ７７４ ０．３９６ ０．３４７ ０．００２ １．４３８

　　三、实证结果及分析

　　１．扶贫政策对农业经济增长及其质量的政策效应

(１)扶贫政策对农业经济增长的影响.表２报告了扶贫政策对农业生产总值的双重差分回归结

果.表２中(１)是以农业资本投入、耕地面积和农业劳动力人数的自然对数为控制变量得到的回归结

果.结果显示,DID 的回归系数为０．０５５(在１％的水平上显著),说明我国对于集中连片特困地区的

倾斜性扶持政策,有效促进了这些地区的农业经济增长.表２中(２)~(６)分别表示依次引入可能对

被解释变量存在影响的其他控制变量得到的回归结果,结果显示扶贫政策对农业经济增长的冲击效

应基本保持在７％左右.由控制变量的系数估计结果可知,耕地面积对农业经济增长的贡献最大,固
定资产投资的贡献则相对较小,而劳动力人数对农业经济增长没有显著影响.耕地有效灌溉率、化肥

７１第２期　 姜安印 等:扶贫政策与农业经济高质量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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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率和农用电力生产率对农业经济增长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但是农业固定资产投资比重和农业机

械动力生产率对农业经济增长存在负向作用.
本文采用平行趋势检验、安慰剂检验、深度贫困县样本的检验、PSM 样本回归四种方法对上

述回归结果做了稳健性检验,结果均显示基准回归结果是稳健的,由于篇幅所限,检验结果不在

文中报告.
表２　扶贫政策对农业经济增长的影响

变量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T ０．３７２∗∗∗ ０．３６２∗∗∗ １．６６７∗∗∗ １．５５３∗∗∗ １．１５３∗∗∗ １．１４８∗∗∗

(５．３８７) (５．３１１) (５．０４２) (５．０１６) (６．５７８) (５．９２９)

Treat
－０．３８６ －０．２９８ －０．６１１∗ －０．８９０∗∗ －１．５６３∗∗∗ －１．５６３∗∗∗

(－０．８５２) (－０．７７６) (－１．７２４) (－２．２８３) (－４．０２９) (－４．０３４)

DID ０．０５５∗∗∗ ０．０５１∗∗∗ ０．０８０∗∗∗ ０．０８２∗∗∗ ０．０６４∗∗∗ ０．０６４∗∗∗

(２．７２０) (２．６１５) (３．９３８) (４．１) (３．７６１) (３．９４３)

lnak ０．０１５∗ ０．０２０ ０．０１４ ０．０１４ ０．００６ ０．００６
(１．６４９) (１．３００) (１．１０５) (１．１４７) (０．６０８) (０．６０８)

lnac ０．５６８∗∗∗ ０．５４３∗∗∗ ０．６０２∗∗∗ ０．６６０∗∗∗ ０．６１１∗∗∗ ０．６１１∗∗∗

(３．３７６) (３．７２６) (４．２５６) (４．５５３) (４．１７１) (４．１７８)

lnlabor －０．２０５∗ －０．２１９∗ －０．１９６∗ －０．１９０∗ －０．０７２ －０．０７３
(－１．６６２) (－１．８９７) (－１．９０５) (－１．８６８) (－０．８１８) (－０．８３０)

fixed
－０．００４ ０．０１３ ０．０１４ ０．０１３ ０．０１２

(－０．０７１) (０．２５４) (０．２８１) (０．３４９) (０．３２３)

power
０．１４９∗∗∗ ０．１３９∗∗∗ ０．０９３∗∗∗ ０．０９３∗∗∗

(３．９０８) (３．９４０) (４．６１０) (４．５８１)

chem
０．０５４ ０．０２８ ０．０２８
(１．５０８) (１．１２５) (１．１０３)

elect ０．３７２∗∗∗ ０．３７２∗∗∗

(７．２３３) (７．１６２)

primary
０．００５
(０．０６５)

常数项 ７．３５９∗∗∗ ７．５８３∗∗∗ ５．７２１∗∗∗ ５．１３７∗∗∗ ４．３１３∗∗∗ ４．３１７∗∗∗

(４．２０７) (５．０５４) (４．０２４) (３．５３６) (２．９８３) (２．９６４)

地区哑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年份哑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N ７６３ ７５９ ７５９ ７５９ ７５９ ７５９
R２ ０．９８１ ０．９８２ ０．９８５ ０．９８５ ０．９８９ ０．９８９

　注:∗ 、∗∗ 和∗∗∗ 分别表示在１０％、５％和１％的水平上显著;括号中数字为t值,采用县级聚类稳健标准误计算;后表同.

　　(２)扶贫政策对农业产业结构的影响.表３中(１)~(６)报告了分别以农业服务业总产值比重以

及种植业、林业、畜牧业、渔业和农业服务业总产值分别作为被解释变量的估计结果.由表３中(１)的

DID回归系数可知,扶贫政策对农业服务业占比不存在显著影响,但是(６)的结果显示,扶贫政策对农

业服务业生产总值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这表明扶贫政策对特困地区的农业服务业发展有一定的推

动作用,但是对农业产业结构的优化没有显著促进作用.此外,除了种植业和畜牧业之外,林业和渔

业领域的扶贫政策效应也不显著.因此,扶贫政策对农业产业结构优化没有显著促进作用.表３中

(２)回归结果显示,扶贫政策对种植业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DID 回归系数为０．０６２(５％的

水平上显著).由于特困地区农民一般以种植业作为主要生计方式,从扶贫政策对种植业增长的正向

影响可以得出,扶贫政策在促进贫困人口依靠传统农业实现增收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效.扶贫政策

对林业和渔业这两类产业的政策效果并不明显,可能是因为,甘肃省林业和渔业资源相对匮乏,大部

分地区缺少相应的产业发展基础,林业、渔业发展存在自然条件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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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扶贫政策对农业产业结构的影响

变量 aistruc lncay lnahy lnfry lnfsy lnasy

T
０．１１０∗∗∗ ０．６９７∗∗ ０．８３５∗∗∗ １．３７４ －０．７２８ ３．０５２∗∗∗

(３．１０８) (２．５７５) (３．７５６) (１．２９９) (－０．８２４) (４．６３１)

Treat
－０．１４１∗∗∗ －３．３１０∗∗∗ ０．６１２ －３．４４０∗∗∗ －３．２４７∗∗∗ －３．５２７∗∗∗

(－２．７１６) (－７．７８２) (１．３８７) (－３．２１２) (－３．８５５) (－４．８６８)

DID
－０．００１ ０．０６２∗∗ ０．００７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３ ０．１０５∗∗

(－０．１６７) (２．３２９) (０．３１７) (０．００９) (－０．０４０) (２．１３８)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地区哑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N ７５６ ７５９ ７５９ ７５９ ５９０ ７５６
R２ ０．９０８ ０．９８３ ０．９６９ ０．７２６ ０．９０８ ０．９５８

　　(３)扶贫政策对农业技术效率的影响.本文采用中介变量法,将农业技术效率作为中介变量,结
合前文分析结论进行分步回归,来检验扶贫政策是否提高了农业技术效率,进而实现改造传统农业的

目的.具体步骤为:第一步,检验扶贫政策对ATE 的影响;第二步,只把ATE 引入模型,检验农业技

术效率对农业经济增长的影响;第三步,将倍差项DID、T、Treat和ATE 一起引入模型中,检验农业

技术效率对农业经济增长的贡献是否来自扶贫政策.
表４　扶贫政策对农业技术效率的影响

变量
(１)

ATE
(２)

lnay
(３)

lnay
T ０．０６１∗∗∗ －０．００４

(６．６８１) (－０．０５１)

Treat －０．０７３∗∗∗ －０．１８７
(－４．４１８) (－１．５０５)

DID ０．００３∗∗∗ ０．００９
(３．７３１) (０．７９９)

ATE １８．９０１∗∗∗ １８．８３９∗∗∗

(１３．０３５) (１２．５３０)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地区哑变量 是 是 是

年份哑变量 是 是 是

N ７５９ ７５９ ７５９
R２ ０．９６９ ０．９９８ ０．９９８

表４中(１)~(３)报告了基于逐步回归法得到的农

业技术效率的扶贫政策效应估计结果①.由表中(１)的
结果可以发现,DID 的回归系数仅有０．００３(在１％的

水平下显著),表明扶贫政策对于农业技术效率存在正

向影响,但是促进作用十分微弱.表４中(２)和(３)结果

显示,农业技术效率对农业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正向促

进作用.比较两个回归结果可以发现,农业技术效率的

回归系数相差不大,这表明虽然农业技术效率提升对农

业经济增长具有较高的贡献率,但是这种贡献并非来自

扶贫政策的推动.究其原因,可能是扶贫资金的农业技

术投入效率较低.因为特困地区县市往往财力薄弱,资
金匹配能力不足[３０].而地方扶贫部门几乎没有任何资

金用途上的裁量权,扶贫资金很难投到回报周期较长的
技术要素上.还有一种原因是,虽然要求财政扶贫资金偏重农业发展和项目化使用,但是由于缺乏有

效连接扶贫对象的中间制度载体,并且治理机制呈现碎片化,导致技术培训、技术示范等扶贫资源容

易瞄准偏离和被精英“俘获”[３１].
２．异质性分析

(１)基于气候干湿区划的异质性.农业作为一种对自然环境存在强依赖性的产业,受到气候因素

的显著影响.尤其是种植业,更容易受到气候环境的约束.因此,考察扶贫政策对农业经济增长的影

响,应该将气候地理因素纳入分析当中.本文基于样本县所处的干旱区和湿润区气候区划差异,将样

本分为干旱区和湿润区两部分,分别进行双重差分回归.
表５中(１)~(４)报告的是基于干、湿区划的异质性估计结果②.结果显示,干旱区样本的DID

回归系数为０．０７３(在１％的水平上显著),表明扶贫政策对干旱区特困地区农业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

促进作用,并且对传统种植业经济的促进作用强于农业总体经济.虽然扶贫政策对湿润区特困地区

９１第２期　 姜安印 等:扶贫政策与农业经济高质量增长　

①

②

由于农业技术效率测算指标和控制变量之间存在变量重复,这可能会导致潜在的内生性问题.对此,作者分析了在不引入控制

变量情况下扶贫政策对农业技术效率的影响,通过引入控制变量前后的分析结果的比较,发现是否引入控制变量对分析结果的

影响不大.这表明这种潜在的内生性对分析结果影响不显著.
文章对农林牧渔四种产业都做了异质性分析,为了节省篇幅,表５只报告了倍差项显著的产业类型的估计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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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经济增长的影响不显著,对于林业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却较为明显,这说明湿润地区在扶贫政策

实施过程中有效利用了丰富的林业优势资源,将其转化为特困地区的增长点.
(２)基于少数民族文化特性的异质性.从全国来说,少数民族聚居区往往是贫困发生率较高的地

区,也是国家扶贫政策重点瞄准的地区.甘肃省少数民族众多,少数民族聚居的县份也较多,国家级

贫困县与少数民族聚居县存在明显的重叠.为了识别扶贫政策效应的少数民族文化异质性,本文根

据样本县是否为少数民族聚居县,将样本数据区分为少数民族聚居县和非少数民族聚居县两部分,然
后分别进行双重差分回归.

表５中(５)~(８)报告了相应的异质性估计结果.结果显示,非少数民族聚居县样本的DID 回归

系数为０．０５９(在１％的水平上显著),但是在少数民族聚居县样本中的政策效应并不显著.估计结果

表明,少数民族地区较于一般贫困地区,扶贫难度更大,且少数民族的文化特性也使得扶贫工作更为

复杂[３２],因此一般的扶贫政策在少数民族聚集地区难以发挥有效作用.
表５　 非少数民族聚居县的异质性估计结果

变量

干旱区

(１)
lnay

(２)
lncay

湿润区

(３)
lncay

(４)
lnfry

非少数民族聚居县

(５)
lnay

(６)
lncay

少数民族聚居县

(７)
lnay

(８)
lnahy

T ０．９０９∗∗∗ ０．７６３∗∗ １．１７０∗∗∗ ２．９０３ １．２０３∗∗∗ １．１５０∗∗∗ ０．６４４∗∗∗ －１．７６７∗∗

(３．７７７) (２．３９１) (４．９８０) (０．８６８) (５．７６０) (４．８５４) (２．６５９) (－２．０３５)

Treat
－０．４１２ －０．４３３ ０．５９８∗∗∗ １．０７１ －１．３３８∗∗∗ －１．５１２∗∗∗ １．９４６∗∗ ４．６８０∗

(－１．０３８) (－１．０１６) (５．４７０) (０．７５７) (－４．７０５) (－５．５１４) (２．５９８) (１．７７９)

DID ０．０７３∗∗∗ ０．１２４∗∗∗ －０．００４ ０．４７５∗∗∗ ０．０５９∗∗∗ ０．１２６∗∗∗ ０．０６５ －０．００２
(２．６１１) (３．４２４) (－０．１６０) (２．８７７) (３．５１５) (５．６１２) (１．３１４) (－０．０１４)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地区哑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年份哑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N ３０５ ３０５ ４５４ ４５４ ５８０ ５８０ １７９ １７９
R２ ０．９９３ ０．９９１ ０．９８７ ０．５７７ ０．９８６ ０．９８０ ０．９９２ ０．９７０

表６　动态效应估计结果

变量
(１)

lnay

(２)
aistruc

(３)
ATE

TREAT × T１ ０．０３７∗∗∗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１∗

(２．９５３) (－１．０１４) (１．９６１)

TREAT × T２ ０．０４０∗∗∗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２∗∗∗

(２．７８１) (－０．２８３) (３．３２７)

TREAT × T３ ０．０９９∗∗∗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５∗∗∗

(６．６４０) (－０．２４０) (６．２６７)

TREAT × T４ ０．０５０∗ －０．０２５∗∗∗ ０．００４∗∗∗

(１．８３７) (－４．９４４) (２．７７０)

TREAT × T５ ０．０１５∗ ０．０４１∗∗∗ －０．００１
(０．４０９) (４．４４２) (－０．６４１)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地区哑变量 是 是 是

N ７５９ ７５６ ７５９

　　３．动态效应分析

上述分析结果反映的是扶贫政策对农业经济高质

量增长在多年内的平均效应,并未反映扶贫政策效应在

不同时间段内的差异性.事实上检验政策效应可能存

在的滞后性、可持续性,对于评价政策绩效具有重要意

义.本文参考Jacobson等[３３]和任胜钢等[３４]采用的事

件研究法对扶贫政策的动态效应进行检验.具体模型

如式(２):

Yit＝β０＋∑２０１７
t＝２０１２βtTreat×Tk＋

∑βiControlsit＋uj＋ε (２)
其中,以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名单发布的２０１２年作

为基准年,βt 表示２０１２－２０１７年的一系列系数估计

值.Tk 表示２０１２年政策实施之后第k 年单独作为政

策冲击的虚拟变量,例如,T１ 表示在２０１３年虚拟变量

T＝１,其他年份T＝０.其他变量与模型(１)一致.
表６(１)~(３)报告了扶贫政策对农业经济增长、农业产业结构和农业技术效率的动态效应估计

结果.表６中(１)和(３)结果显示,从集中连片特困区扶持政策实施后的第一年２０１３年开始,各倍差

项的估计系数逐渐增大,在２０１６年又出现减小的情况.但是,很长时间内扶贫政策对农业产业结构

的影响仍然不显著.可以发现,扶贫政策对农业经济增长和农业技术进步的促进作用随着时间的推

移变得越来越强.这表明,对集中连片特困地区的倾斜性扶持形成的政策势能,在政策不断推进的过

０２ 　　 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总１５２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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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中逐渐发挥作用,农业经济增长的扶贫政策效应逐渐增强,同时农业经济摆脱“低效率陷阱”,农业

技术效率逐步提升.２０１６年以后扶贫政策效应趋弱,可能是部分政策调整的原因,也可能是长期增

长过程中的合理调适.而扶贫政策效应总体上越来越强的部分原因是２０１３年以后持续推进精准扶

贫战略,加大了对集中连片特困地区的精准扶持力度,从而为特困地区农业经济增长注入了新的推

动力.

　　四、结论及政策建议

　　实施持续性的扶贫政策是后扶贫时代我国相对贫困治理的重要途径之一.通过对相对贫困地区

农业发展进行倾斜性扶持,促进相对贫困地区农业经济高质量增长,能够提升相对贫困人口的自我发

展能力和可持续增收能力,从而使“造血式”扶贫开发达到发展增收的效果.
本文根据２０１２年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名单的发布,设计了一个识别扶贫政策对农业经济增长及其

质量的政策效应的准自然实验情境,并采用双重差分法以及甘肃省２００９－２０１７年８６个县市区的数

据,实证分析了扶贫政策是否对农业经济高质量增长具有促进作用.研究得出,扶贫政策有效促进了

农业经济增长,但是对于农业经济增长的质量并未产生显著推动作用.具体研究结论如下:(１)扶贫

政策对特困地区的农业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２)扶贫政策对农业产业结构未产生显著

影响,但是,在传统种植业领域取得了显著的政策效果;(３)扶贫政策对农业技术效率并未产生显著的

促进作用,传统农业未得到有效改造;(４)扶贫政策在干旱地区和湿润地区、非少数民族聚居贫困县和

少数民族聚居贫困县的政策绩效表现出显著的异质性;(５)扶贫政策对特困地区农业经济增长的正向

促进作用,随着倾斜性扶持政策的持续实施呈现先强后弱的趋势.
根据上述结论,本文就后扶贫时代相对贫困治理的政策实践提出三个方面的政策建议:第一,加

快构建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促进相对贫困地区农业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和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将相

对贫困地区的农业现代化与乡村产业振兴有机衔接起来,有效利用乡村特色资源,大力发展观光农

业、农事体验等乡村特色产业,推动农业产业结构升级;第二,将改造传统农业作为相对贫困治理政策

的重点关注内容,加大扶持资金对相对贫困地区农业机械化、化学化、信息化的投资力度,重点支持相

对贫困地区引进先进技术和设备.同时,为相对贫困群体提供技术培训和服务,提升其现代农业生产

要素使用能力;第三,在特殊地区相对贫困治理过程中,提高扶贫政策对于气候地理条件、少数民族文

化差异的敏感性,继续加大针对干旱区等生态脆弱地区人口的扶持力度,同时利用湿润区的气候和资

源优势,发展林业、休闲农业、生态农业.针对少数民族的文化特性和所处区位,提高扶持政策在少数

民族相对贫困地区的“亲民族”性和精准性,实施符合少数民族地区相对贫困特质的倾斜性扶持政策

和共享发展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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